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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碳普惠数据的生成及其权益属性

张国琪

(南京大学法学院)

摘要:碳普惠数据是“双碳”目标下推行碳普惠实践的关键抓手,由碳普惠平台通过收集

并处理海量且多源的个人低碳行为信息而生成,既能作为一种由平台掌握的生产要素,又
表征为用户个体获得的减碳权益。 当前,碳普惠数据在生成与运用过程中存在隐私侵扰、
数据滥用、减碳权益消纳不畅等多重风险,并衍生出碳普惠数据生成过程中的信息收集边

界不明、数据权益归属不清、用户端减碳权益属性认识不一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碳普惠项

目的有效运行与规范发展。 对此,有必要搭建一套系统性的数据风险分析框架:就碳普惠

数据的生成过程而言,平台收集的个人低碳行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且包括一定的私密信

息,应适用差异化的信息收集规则。 平台收集一般个人信息需获得用户的一般授权,但针

对私密信息,除非取得“权利人明确同意”的特别授权,否则不得进行收集或处理。 就碳

普惠数据的权益归属而言,不宜简单地采用行为规制与传统的财产权规制路径,而应确认

其具有双重权益架构:提供基础数据的个人享有数据来源者在先权益。 处理数据的平台

则享有数据处理者财产权益。 平台行使数据财产权不仅需要尊重用户的在先权益,还应受

碳普惠公益性目的的约束。 就个人减碳权益在兑换商品或服务、参与交易、替代生态环境损

害修复责任等方面的经济价值而言,不宜将其单纯看作公益奖励,而应视作一种制度性商

品,其既具备由制度保障的使用价值,也拥有在市场中形成的交换价值。
关键词:碳普惠数据;个人低碳行为信息;数据确权;减碳权益;“双碳”目标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开展绿色

低碳全民行动” “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 [1] 《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

环境法典》)亦将“公众参与”作为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持

续推进,生产端减碳政策已初显成效, 截至

2025 年 7 月底,重点排放单位配额累计成交量

已达 6. 8 亿 t、成交额超 467 亿元,单位 GDP 二

氧化碳排放持续下降[2] 。 但在消费端,社会公

众的低碳参与仍处于自发、零散状态,多数公众

因渠道不畅、激励不足而弱化了低碳理念的实

践,为此,如何调动最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碳减

排事业,成为当前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
在此背景之下,碳普惠( carbon

 

inclusion) 概念

应运而生,其是一种面向消费端的绿色减排机

制,遵循“可记录、可衡量、有收益、被认同” 的

运行逻辑[3] ,能巧妙地将宏观的“双碳”目标与

微观的个体行为连接在一起,使个体的低碳行

为转变为碳达峰、碳中和的支持力量。 依托碳

普惠平台,个人的出行方式、节能行为、绿色消

费等低碳行为信息被收集与记录后,可被量化

为碳减排数据,政府可通过发放碳积分、碳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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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自愿减排量等具备经济价值的减碳权益,
提供政策鼓励与经济激励,以助推全民践行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4] 。
然而,碳普惠机制高度依赖碳普惠数据的

生成与运用[5] ,面临着显著的数据风险:其一

是隐私侵扰风险。 碳普惠数据源自平台对用户

个人低碳行为信息的收集,若信息收集边界不

清、授权程序失范,便极易触碰个人隐私保护的

底线。 在当前形式化的“告知 同意”授权机制

下,用户的隐私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其二是数

据滥用风险。 碳普惠平台同时扮演着数据收集

者、规则制定者与数据掌控者等多重角色,若其

单方篡改、泄露或滥用数据,甚至以数据交易牟

利,用户作为数据来源者的在先权益便很难获

得充分尊重。 其三是减碳权益消纳风险。 碳普

惠数据在用户端表征为用户所获减碳权益,减
碳权益的汇集与消纳本可形成可观的集成治理

效应[6] ,但在实践中,减碳权益常被简单地解

读为政策奖励,其经济流通价值有所削弱,导致

难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汇聚分散的减碳量,阻
碍集成治理效应的实现。

由此形成的问题是,如何化解上述风险?
第一,平台在收集用户的个人低碳行为信息时,
能否不触及私密信息或在触及私密信息时,平
台应采取哪些手段以符合法定的收集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

典》)对私密信息和其他个人信息采取了差异

化的保护路径,因此有必要分析平台收集的个

人低碳行为信息之性质及相应的保护逻辑。 第

二,碳普惠数据权益应归于处理数据的平台,还
是归于提供原始数据的个人? 若归于平台,由
平台独享数据支配地位,那么用户作为数据来

源者的在先权益将会落空;若归于个人,虽能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平台恣意处理数据,但也可能

阻碍数据的高效利用。 第三,碳普惠数据在用

户端表征的个体减碳权益究竟应该被理解为一

种公益奖励还是一种特定商品? 前者关注减碳

权益的前端获取行为,后者看重后端利用价值,
不同的定位将影响减碳权益的消纳方向。

以上问题皆立足碳普惠数据风险,贯穿碳

普惠机制始末。 为有效回应碳普惠数据生成与

权益属性等方面的核心关切,进而引领更多个

体参与“人人低碳、乐享普惠” 的生活新风尚,
笔者将基于现行法规范,从数据生成中的信息

收集边界、数据运用中的权益分配框架、数据消

纳中的用户端减碳权益属性等维度出发,搭建

一个系统性的碳普惠数据风险分析框架,以期

为我国碳普惠项目的健康运行提供必要的理论

支撑。

二、碳普惠数据生成中的信息收集边界

碳普惠数据生成的首要步骤是碳普惠平台

抓取、收集低碳场景中的个人低碳行为信息。
在实践中,被纳入收集方案的个人低碳行为信

息主要源于绿色出行、绿色生活、绿色公务等低

碳场景中的个人活动,具体包括出行轨迹、出
行方式、消费习惯、能源消耗、就医挂号等。
这些信息与个体关联紧密,极易引发侵犯个

人信息乃至隐私权益的风险。 为此,有必要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规范碳普惠平台的收集

边界。
1. 个人低碳行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

关于个人信息的定义,理论界有 3 种代表

性观点:第一,关联说。 该说认为“人之内心、
身体、身份、地位及其他关于个人之一切事项之

事实、判断、评价等所有信息在内”皆属个人信

息[7] ,即所有与个人相关联的信息均为个人信

息。 第二,隐私权说。 该说认为“社会中多数

所不愿向外透露者,或是个人极敏感而不愿他

人知道者” 为个人信息[8] 。 第三,识别说。 该

说主张“从已知信息定位到具体个人”,即通过

信息本身的特殊性可以回溯到具体个人的信息

为个人信息[9] 。 其中,关联说对个人信息的界

定过于宽泛,而隐私权说的界定则过于狭窄。
目前,《民法典》采用了识别说,认为“以电子或

者其它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 为个人信息,
并列举了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

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

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在内的典型个人

信息。
具体到碳普惠平台收集的个人低碳行为信

息,可结合识别说确认此类信息是否属于个人

信息。 一方面,个人低碳行为信息是否已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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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匿名化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
条的规定,个人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

信息”。 在碳普惠机制下,为确保自愿参与的

个体能够在后期享有减碳权益,在收集碳普惠

数据的过程中,平台会具体到单一个体,且并不

会对相关数据作匿名化处理。 另一方面,能否

依据个人低碳行为信息直接或者间接识别出具

体个人? 个人低碳行为信息是通过个人行为产

生的,其中包含个人行踪轨迹、外卖订单内容、
生活缴费数额、就医挂号情况、工作会议频次等

具体的个人生活与消费情况,在结合实际场景

并综合考量多项信息后,足以识别出特定自

然人。
基于以上两点可确认,碳普惠平台收集的

个人低碳行为信息符合《民法典》及《个人信息

保护法》通过识别说作出的个人信息定义,因
此对个人低碳行为信息的收集需要遵循个人信

息的保护逻辑。
2. 个人低碳行为信息涉及私密信息

个人信息可进一步区分为涉及私密信息的

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 根据《民法典》 规

定,“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

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

规定”,因此有必要明确个人低碳行为信息是

否涉及私密信息,以及是否应适用区别于一般

个人信息的隐私权保护逻辑。
私密信息是隐私权的客体(隐私),指个人

不愿意公开披露且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内容[10] 。
私密信息同时具备私人性和秘密性两个基本特

征:第一,私人性。 从隐私权的发展历史来看,
其被纳入各国宪法的初衷是通过法律的形式保

障个人的私人生活不受外界干扰[11] ,亦即保证

“个人独处的权利” [12] 。 私密信息的私人性特

征指向的是隐私权所欲保护的“涉及私人生活

安宁”的内容。 与私人性相对应的是公共性,
判断个人信息是否具备私人性,主要是考量该

项信息是否个人所享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
发展个性所必要的私人安宁和清静。 对此,有
研究认为,“公共领域无隐私”,隐私仅存在于

私人活动与私人领域之下[13] 。 第二,秘密性。
一般认为秘密性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私密

信息在客观上通常呈现为不为公众所知的秘密

状态;二是权利人主观上期待该项私密信息一

直保持秘密状态;三是权利人的此项期待具有

正当性。 后两项内容由 1967 年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在 Katz
 

v.
 

America 案中确立的“隐私合理

期待原则”发展而来。 我国司法实践对“隐私”
的判断一般也采用这三项标准,如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否定“微信好友关系”的隐私属性

时,认为私密信息“即客观上一般呈现为不为

公众所知悉的样态,在主观上权利人也具有

不愿为他人知晓的意图。 判断是否属于法律

意义上的隐私,既强调当事人不愿公开的主

观意愿,也应当符合社会对私密性的一般合

理认知。” ①

那么,个人低碳行为信息是否具备私密信

息的这两项基本特征? 多数个人低碳信息收集

自个人在公共场所的绿色低碳活动,如共享骑

行、乘坐地铁、户外运动等,这类公共场所内收

集的信息既不具备“私人性” 的特征,也没有

“秘密性”的客观表现。 然而,在当前的碳普惠

实践中,还有部分个人低碳行为信息与私密信

息的界限是模棱两可的,如家庭每月用水量、用
电量及个人的就医挂号情况、工作会议方式等。
从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角度考虑,此类个人低

碳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利益有关,但用水

量、用电量与特定家庭住址、户主姓名直接关

联,甚至可通过用水用电波动来推断家庭作

息、家电使用习惯等私密生活状态,而就医挂

号情况更能直接反映个人的年龄、健康、医保

类型等非常私密的信息,工作会议方式则与

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作习惯等挂钩。 这些

信息与特定场景或者其他信息相结合后,会
使得原本中性的数据具备私密属性。 若因绿

色环保的公益目的对此类信息进行收集后,
一旦被“有心之人”过度分析,就可能影响私人

生活,因而这部分信息实际已进入私密信息的

保护范畴。
此外,还应考虑个人低碳行为信息是否构

成《个人信息保护法》 下的“敏感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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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粤 03 民终

958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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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分类,《个人信

息保护法》 中另有“敏感个人信息” 的概念①。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

关系长期存在争议:有学者主张不对敏感个人

信息和私密信息作特别区分[14] ,认为应将敏感

个人信息限缩为隐私的核心领域,且因其具有

高度的私密性, 原则上应禁止被收集和处

理[15] ;还有学者认为敏感个人信息与私密信息

在内涵与外延上有所交叉,根据信息的私密程

度,私密信息应采用《民法典》规定的隐私权及

个人信息保护逻辑,敏感个人信息应采用《个

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特别保护逻辑,重叠部

分的“敏感私密信息”则适用隐私权与个人信

息保护中较为充分、有力的保护规则 [ 16] 。 我

国司法裁判中多采最后一种观点。 尽管争

议纷纭,但已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敏感个人

信息的私密程度要等于甚至大于一般个人

信息。 根据“举轻以明重” 原则,若构成私密

信息的个人低碳行为信息被拒绝收集,那么构

成敏感个人信息的个人低碳行为信息也应被严

格限制,因此不必深入分析个人低碳行为信息

是否构成敏感个人信息。
总之,碳普惠平台收集的个人低碳行为信

息属于个人信息,且这类信息中有部分内容涉

及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 为确保收集行为的

合法性,平台在收集这类信息的过程中应当严

格区分一般个人信息与私密信息,并对私密信

息施加特殊的保护。
3. 差异化的个人低碳行为信息收集要求

个人信息与私密信息一般采取不同的保护

逻辑:个人信息保护建立在信息流通之上,注重

预防,强调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处理的积极、自
决权利;而私密信息保护则建立在信息封锁之

上,注重防御,强调信息主体对私密信息被侵害

之后的救济权利[10] 。 相应地,碳普惠平台在收

集个人低碳行为信息时,也应注重区分一般个

人信息与私密信息。
一方面,收集一般个人信息需获得权利人

的授权。 当前,我国碳普惠平台遵循“告知 同

意”的授权模式,相关收集活动不存在合法性

的疑问。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和第

17 条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方可以在作出明确

的告知并取得个人的同意之后处理个人信息。
以“江苏碳普惠”小程序为例,用户在正式参与

碳普惠之前,平台会首先要求用户对“低碳场

景”进行授权,并通过醒目字体告知减碳量的

获取方式、计算标准等,在用户勾选“授权” (用

户也可“一键授权”多个低碳场景)之后方才开

始收集。
另一方面,收集私密信息须获得权利人的

明示同意,但当前部分信息收集活动存在较大

不规范性。 不容侵扰是私密信息的基本保护原

则,我国《民法典》第 1033 条规定,侵害隐私权

的免责事由仅有“法律另有规定”和“权利人明

确同意”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收集个人低碳

行为信息虽具有绿色低碳的公益目的,但碳普

惠尚未上升为法定义务,不符合法律另有规定

的免责情形;第二种情形,《民法典》有意用“明

确”二字界分第 1033 条隐私权保护和第 1035
条个人信息保护,“明确”二字表明私密信息的

收集必须是明示同意的(即特别授权),不能采

用默示同意的方法(即一般授权) [17] 。 当前,
碳普惠实践普遍采用“告知 同意”模式,甚至

存在“一键授权”的选项,此类做法达不到“明

确”同意的特别授权标准,因此,碳普惠平台对

于个人私密信息的收集方式应予改进。 目前,
可能的改进路径有两种:其一是明确分割个人

低碳行为信息中的一般个人信息与私密信息,
这是当前较为流行的观点,即通过设定“低碳

场景”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只在公共领

域内推行碳普惠,不使碳普惠进入私密信息的

范畴[18] 。 但 这 一 思 路 的 实 施 存 在 两 大 困

难———一是如何清晰地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

域;二是若将私人领域内的减碳实践排除在外,
应如何保证碳普惠数据收集的完整性和可靠

性。 如某个体出行时常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但回到私人领域却可能是“耗能达人”。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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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8 条规定,“敏感个人信息是一

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

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
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
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

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

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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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同样困扰着域外的个人碳交易试点①,如
芬兰拉赫提的 CitiCAP (碳排放配额与交易计

划)仅仅将“低碳场景”面向城市交通领域[4] ,
并不涉及私人领域的私密信息,也因此只能达

到非常局限的个人减碳效果。 其二是要求碳普

惠平台践行“权利人明确授权” 的私密信息收

集规则,以增强全面获取用户个人低碳行为信

息的可能性。 这一思路仍然以划定公、私领域

为前提,通过提供更多“低碳场景” 供用户选

择,并将可能与私密信息关联的“低碳场景”全

部排除在“一键授权”之外,严格遵守“权利人

明确同意”的私密信息特别授权保护规则。 如

此行为,或可兼顾私密信息保护与碳普惠数据

完整性的“两难”。
综上所述,个人低碳行为信息因非匿名、可

识别而属于个人信息,其中部分信息因具有私

人性、秘密性而属于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
目前,我国碳普惠实践普遍采用“告知 同意”
的授权模式,所以一般个人信息的收集并不存

在合法性疑问。 但即便是出于公益目的,个人

低碳行为信息的收集也不可在未获权利人明示

同意的情况下侵扰私密信息的领域,而这一点

恰恰是形式化的“告知 同意”授权模式未能做

到的。 对此,建议以公、私标准划分 “低碳场

景”,对私人领域的低碳场景设置“权利人明确

同意”的个人信息收集授权流程,以消除侵扰

隐私的疑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个人碳普

惠的集成治理作用。

三、碳普惠数据的双重权益结构

碳普惠平台合法收集个人低碳行为信息

后,经处理、量化、核算即可生成碳普惠数据。
碳普惠数据以个人低碳行为信息为基础,用科

学方法测算出的个人减碳权益在不同的碳普惠

平台中,这些数据或直观表达为具体的碳减排

量(如获得了 200g 二氧化碳减碳量),或以一

定标准换算为碳积分、碳币(如发放了 1 个碳

积分或碳币),或经政府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后

形成核证自愿减排量。 然而,碳普惠数据虽凝

聚了平台在数据加工过程中付出的劳动,但其

“原材料”实际上源自用户提供的个人信息,且
数据处于平台的控制之下,易被平台单方支配

或商业化利用。 目前,我国不仅有“江苏碳普

惠”等政府平台,还有“蚂蚁森林”等企业平台,
个人数据、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的交织使碳普

惠数据的权益分配问题显得异常复杂。
1. 碳普惠数据的分类分级权益结构

数据具有可复制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
非耗竭性等特点[19] ,同一数据可能同时归属于

不同主体形成各自的数据权益。 数据来源者与

数据处理者的权益内容不同又相互交织,在多

主体协商存在巨大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很容易

发生冲突。 为有效协调数据上的多元权益主

张,目前理论界提供了 3 种思路:其一,行为规

制说。 该观点不赞成对数据进行确权,认为若

产权安排划分过细, 可能会陷入反公地悲

剧[20] ,即因产权人太多而相互制约,导致稀缺

资源利用不足[21] 。 因此,建议对数据权益采用

责任规则保护的逻辑,对侵害数据权益的行为

事后追究侵权责任即可。 其二,“所有权+用益

权”的财产权二元结构说。 该观点提出数据是

财产权的客体,在财产权规则下可根据不同主

体对数据形成的贡献,设定数据来源者拥有数

据所有权、数据处理者拥有数据用益权的二元

权利结构[22] 。 其三,“数据来源者在先权益+
数据处理者财产权益”的双重权益结构说。 该

观点放弃了所有权的思维定式,转而采用一种

权利分置方案,肯定数据来源者对其所提供的

数据部分享有个人信息、知识产权等法定在先

权益,而数据处理者对经其处理形成的数据整

体及数据产品享有财产权益[23] 。
综上可知,行为规制说提供的是被动应对

权益侵害的补救性治理方案,无法积极主动地

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财产权二元结构说

则面临如何将财产规则用于以非典型财产(如

个人信息、知识产权) 为内容的数据之困境。
目前,学界对于什么是数据财产权尚无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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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个人碳交易( personal
 

carbon
 

trading,
 

PCT) 由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能源和环境研究所提出,这一概念不同于我国盛

行的个人碳普惠,而更接近生产端高排放企业的碳排放权交

易。 政府首先根据当地的碳减排目标设定碳排放上限,然后

将碳排放预算分配给全体居民,再通过收集、记录用户的碳消

耗数据,自动扣减碳配额,居民个人节省的碳额度可以兑换现

金或商品,超出的碳排放则必须购买额外的碳信用额度。 芬

兰拉赫提的 CitiCAP 是当前个人碳交易最为知名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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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论[24] ,近年来虽有域外学者基于“数据财产

权”的概念主张将隐私看作财产[25] ,但完全用

财产权规则解释数据权益似乎是一种“权宜之

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

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以下简

称《数据二十条》)提出,要“探索数据产权结构

性分置制度。 建立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

据的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 根据数据来源和

数据生成特征,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

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 [26] 《数据

二十条》有意将数据定义为一项生产要素,并
设计合理的权属分配方案,其原理更接近学理

讨论中的第三种观点[23] ,即不再追问“数据归

谁所有”这一争论不休的终极问题,而是根据数

据生成过程中不同主体的贡献与正当利益,分别

配置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权利。 根据《数据二

十条》的要求,碳普惠数据的权益归属宜采用

“双重权益结构说”,作如下结构性分置。
第一层涉及用户对自己所提供的个人低碳

行为信息(包括一般授权的个人信息和特别授

权的私密信息)享有在先权益。 用户是碳普惠

数据的数据来源者,基于自己所提供的个人低

碳行为信息享有个人信息、隐私等权益,并对这

部分信息形成的数据有依法查阅、复制、更正甚

至删除的权利。
第二层涉及平台对处理后形成的碳普惠数

据整体及数据产品享有财产权益。 特定形式的

具体劳动可以创造产品的使用价值[27] ,碳普惠

平台将多方基础数据处理为具有全新使用价值

的数据产品的过程创造了显著的经济价值,自
然应当对其劳动增值部分享有财产性权益。 我

国同时存在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的两类碳普惠

平台,相应的数据财产权益内容也有所差别:一
方面,在政府主导的碳普惠项目下,政府平台收

集个人低碳行为信息后形成的是具有公共属性

的公共数据[28] 。 尽管政府或公共服务单位是

否为公共数据的权利主体存在争议[29] ,但一般

认为公共数据由政府或公共服务单位管理,可
以基于“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

原则,将不承载个人信息和不影响公共安全的

公共数据无偿用于公益事业,或者有偿用于产

业发展[26] 。 另一方面,企业主导的碳普惠平台

对收集个人低碳行为信息后形成的碳普惠数据

整体及碳普惠数据产品享有企业数据财产权。
原则上,企业数据财产权具有私权属性,企业可

对此类数据依法行使持有权、使用权、收益权、
处置权,并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化利用[23] 。

总之,在碳普惠数据的双重权益结构下,个
体享有第一层的数据来源者在先权益,平台享

有第二层的数据处理者财产权益。 因存在政府

主导和企业主导的差异化碳普惠实践,在数据

权益分层之外,还应进一步对公共数据和企业

数据的权益予以分类。
2. 企业类平台的数据财产权应受碳普惠公

益性目的的约束

碳普惠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 推进

的,企业类碳普惠平台在技术创新、用户基数、
激励策略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30] 。 目前,企
业类碳普惠平台主要由科技行业和金融行业推

动建设,前者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森林”,
后者如中信银行推出的“中信碳账户”。 与政

府平台相比,因营利惯性,企业平台很难真正落

实组织性、公益性、合规性等基本要求,在行使

碳普惠数据权益时,往往会看重其商业属性和

营收价值,忽略碳普惠机制在实现“双碳”战略

目标、推行绿色低碳环保理念等方面的公益属

性,若不对其数据财产权加以合理限制,这种功

利导向将从根本上背离碳普惠的设立初衷。 结

合我国碳普惠实践的公益性目的可知,企业类

碳普惠平台所获数据财产权益受到两方面的

限制:
第一,对碳普惠数据的利用不应超过用户

自愿授权的范围。 数据处理者行使数据财产权

时,应对数据来源者的各项在先权利予以尊

重[31] 。 当前的碳普惠实践中,平台一般仅就

“收集”低碳信息获得用户授权,如就“某低碳

行为计为相应的碳积分 / 绿色能量” 告知用户

并获得同意,却并不涉及碳普惠数据的后续利

用。 公众参与碳普惠具有公益属性,为尊重数

据来源者在个人信息、隐私权等方面的在先权

益,企业类碳普惠平台必须在对相关信息作匿

名化处理后或者在获得个人明确授权后,方可

行使数据财产权。
第二,匿名化处理后的碳普惠数据应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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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的基本定位,并限制其商业化利用。 虽

然数据经匿名化处理后,企业利用数据便不再

受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约束,企业数据财产权

也将突破数据来源者在先权利的限制,但碳普

惠的底色是公益性,若企业从这项公益活动中

牟利,碳普惠的性质将发生变化。 企业碳普惠

平台在行使数据财产权时应遵循与公共数据利

用类似的治理逻辑,即主要用于自身的数据分

析,以服务技术创新和项目发展;在因公共服

务、产业发展等的需要而对外转让数据时,可适

当收取部分覆盖成本的费用,而不应将相应收

益作为创建碳普惠平台的主要目的,这一要求

并不与企业的盈利需求相违背。 如前所述,当
前我国企业类碳普惠平台多由科技行业与金融

行业“巨头” 组织建设,碳普惠项目并非其主

业,而更多是为了提升用户活跃度、引入自身产

品的碳积分兑换场景来实现主业的可持续盈

利,阻止平台“贩卖”碳普惠数据不仅不会对企

业业绩、营收造成太大影响,反而有助于企业树

立绿色公益的商业形象。
概言之,即便确认碳普惠平台对碳普惠数

据享有第二层级的数据财产权益,但该项赋权

的重要价值在于使数据处理者拥有对数据的法

律控制手段以排除他人侵害,平台自身对数据

财产权的积极行使仍应受到碳普惠项目公益性

定位的限制。 平台(尤其是企业平台) 的数据

财产权只有在用户自愿授权范围内或对用户个

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后方可行使,且碳普惠

数据不宜成为企业平台的盈利工具。

四、用户端减碳权益的商品属性

除了构成平台掌握的一项生产要素,碳普

惠数据还表征为用户获得的减碳权益,在用户

端显示为个人碳账户中的减碳数据,如碳积分、
碳币、核证自愿减排量等。 减碳权益由个人二

氧化碳减排量换算而来,并可在积分商城中兑

换实物或购物券。 在新近的碳普惠实践中,核
证自愿减排量被积极纳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体系,碳积分核销也被用于替代生态环境损

害修复责任。 赋予个人减碳权益经济价值的相

关疑问是:减碳权益究竟是公众自愿参与碳普

惠事业而接受的公益奖励? 还是因个人减碳行

为而产生的具有交换价值的减碳产品(商品)?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会直接影响用户减碳权益的

消纳路径,本研究结合其经济价值展开分析。
1. 减碳权益的经济价值

一般认为,碳普惠在促进碳减排、推进碳中

和的绿色价值之外,还赋予了个人碳减排行为

以经济价值[32] 。 从各省市的碳普惠实践来看,
用户减碳权益的经济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 3 个

方面:
第一,商品或服务兑换。 在多地区碳普惠

平台的积分商城中,用户可凭碳积分兑换纪念

品、交通充值券、购物优惠券、电影票、消费贷减

息券等商品或服务,部分地区还探索建立了与

信用指标挂钩的碳普惠积分制度。 如 2025 年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印发的《上海市碳普惠管理

办法》规定,要“探索构建企业和个人碳普惠信

用评估体系,在符合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在授

信额度、利率及增值服务等方面为碳普惠信用

良好的企业和个人给予优惠支持。” [33]

第二,接入碳交易市场。 《生态环境法典》
第 1038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可以

按照国家规定,参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这为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 4 条第 2 款有

关自然人参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的规定提

供了上位法基础[34] 。 就个人碳普惠核证自愿

减排量而言,目前存在两种可能的交易路径:一
是接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CER)。 继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之后,2024 年我国推出了碳

市场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性工具———全国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结合生态环境部的

意见,建立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

目标是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减排,相关交易主

体更加多元化。 目前,该市场已涵盖金融机构、
重点排放单位、项目业主等法人组织,并将逐步

引入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参与交易[35] ,这为个人

碳普惠核证自愿减排量进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

量交易系统提供了可能。 二是接入地方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 上海、湖北、广东等省市已将碳普

惠减排量纳入碳交易品种,如《上海市碳普惠

管理办法》明确表示,“符合上海碳市场交易规

·221·



论碳普惠数据的生成及其权益属性

则的有关交易主体可通过挂牌交易、协议转让

等交易方式参与减排量交易。” [33]

第三,替代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 近年

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通过使用碳普惠

减碳权益替代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已有明确

的政策支持和司法案例。 如《上海市碳普惠管

理办法》第 13 条规定:“对生态环境损害无法

修复或无法完全修复的案件,鼓励在符合有关

生态环境修复法规政策和规划的前提下,使用

碳普惠减排量开展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

复。” [33]相关司法探索亦同步开展,如在“上海

某公司长江滩涂生态环境损害案” 中,检察机

关依法提起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后,法院判决该

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7 万余元,以
购买上海碳普惠减排量的方式履行[36] ;在“松

某某、吴某某盗伐林木案”中,法院首创了缓刑

考验期低碳行为矫正制度,责令行为人通过捐

赠或者注销碳普惠积分抵消犯罪行为对树木固

碳量的影响,或将碳普惠减碳权益用于填补修

复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费用[37] 。
可以看出,用户端个人减碳权益有一定的

经济价值,可以兑换商品或服务、参与碳交易,
甚至与个人荣誉、信用资质提升、环境修复责任

减免等间接经济利益挂钩。
2. 经济价值是减碳权益作为制度性商品的

体现

目前,学术界对于个人减碳权益的经济价

值,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将减碳权益的经

济价值视为一项公益奖励,认为减碳权益本质

上是一种行政主体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而创设

的激励性规制制度,旨在以积分形式对减碳行

为进行管理并给予奖励[37] 。 然而,将减碳权益

的经济价值定位为一项公益奖励并不十分恰

当:一方面,以经济利益作为激励机制,忽视了

公众参与碳普惠的其他非功利性驱动因素,不
利于培育个人减排行为的内驱力;另一方面,碳
普惠核证自愿减排量接入碳交易市场突破了

“公益奖励”的框架,个人自愿减排量显然是具

备市场交换价值的商品。 还有观点主张,公民

碳减排权益以发展权为内核,以数据产权为表

征,其经济价值是“以个人碳足迹数据为客体

的新型财产权” [38] ,该观点不仅确认了个体平

等参与低碳发展进程的基本人权属性,也揭示

了碳普惠个人减碳权益的可交易、可货币化特

征。 当前的规范性文件将减碳权益看作具有财

产属性的“交易产品” [18] ,如《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 23 条将核证自愿

减排量作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

交易产品[34] 。 然而,将之作为交易产品的认识

仍然不够确切。 产品是人类劳动创造的成果,
最核心的属性是满足自我消费的使用价值,一
项可交易的产品实际上更接近于商品,即用于

交换的劳动产品,因此,商品一词比交易产品更

为准确。 基于这一认识,应将个人减碳权益理

解为一种制度性商品,既具备由制度保障的使

用价值,也拥有在市场中形成的交换价值。
其一,个人减碳权益的使用价值是由制度

创造的,其“有用性” 并非天然存在,而是源自

国际社会和一国政府基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目

标而创设的“全社会碳排放总量控制” 等强制

性制度设计。 与能够果腹的食物、可以御寒的

衣物等传统商品不同,减碳权益的“有用性”并

非源自其物理或化学属性,也不能直接满足人

类的生理或物质需求,而是完全依赖一套外部

的、人为设计的政策和法律体系。 没有这套制

度,个人减碳权益毫无使用价值;而有了这套制

度,个人减碳权益就成了有价资产。 也就是说,
社会对于减碳权益的需求是制度赋予的,“全

社会碳排放总量控制”这一制度前提赋予了个

人减碳量在弥补社会整体碳排放总量缺口时的

使用价值。
其二,个人减碳权益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

源自制度为其创造的稀缺性。 “全社会碳排放

总量控制” 意味着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

源,超出碳排放配额的高排放企业必须购买额

外的碳排放配额或者购买碳减排量来完成预设

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为以最优成本的方式

实现社会整体的减排目标,一国政府创设了使

减碳权益可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和流通的制度,
当杂乱的碳减排量被标准化为可交易的单元

(如碳积分、碳币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等) 时,减
碳权益便可与货币或其他类型的权益进行交

换,此时便彰显了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是碳普

惠减碳权益作为一种商品的关键标志,个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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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减碳权益兑换商品或服务、对外转让获得小

额收益均是基于减碳权益的交换价值,交易对

手方(一般是高排放企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义务人)通过购入减碳权益抵扣自身的超额碳

排放或环境修复责任。 在当前高排放企业的碳

排放额度具有货币价值[39] 、环境修复责任可以

金钱赔付的背景下,个人减碳权益的交易无疑

具有商品交换的经济价值。
当然,目前个人通过减碳权益所能获得的

经济收益非常有限,制度性商品的定位不影响

公众参与碳普惠的公益目的。 在当前的碳普惠

减碳权益交换对价体系中,以低碳出行为例,每
人每千米约可获得 0. 01 元或 0. 01 元的等值

物①,以上海市单程平均通勤距离 9. 8 千米计

算,参与碳普惠的个人往返通勤平均每年约产

生 71. 54 元的收益。 该项收益对于个人而言是

非常有限的,有限的收益注定不会成为公众参

与碳普惠的核心驱动力。 也就是说,即便确认

个人减碳权益的商品属性,也并不会必然导致

公众参与碳普惠的动机趋向功利或逐利,公众

参与碳普惠项目仍然是因低碳理念、公益目的

等的驱动。 对于个人减碳权益所获得的这部分

经济对价,可理解成“为了实现碳普惠集成治

理效果而给予个人的经济补偿”。 碳普惠的核

心价值是形成全社会碳减排的集成治理效应,
尽管对个人而言,减碳权益带来的收益是微薄

的,但将分散、微小的个人减碳权益汇聚在一起

会产生非常可观的环保效果及经济效益,聚合

之后的减碳权益不仅可以助力碳中和、碳达峰,
而且每年将产生数亿元的交易额,正因如此,个
人减碳权益才更应被确认为单一个体从集合效

应中获得的经济补偿份额,而不能将其简单认

定为参与碳普惠而获得的公益奖励。
总之,碳普惠减碳权益是一种制度性商品,

其价值源自制度创造的稀缺性,其经济对价是

个人出于公益目的参与碳普惠项目并由此汇聚

而成的经济集合效益的微小组成部分。 然而,
公众参与碳普惠的目的不应是获得经济收益,
微薄的个人经济收益也很难真正策动全社会公

众的参与,公众参与仍应基于非功利性的公益

驱动力,如此才能将碳减排内化为个人行为和

社会准则。

五、结　 语

碳普惠是我国为推动个人碳减排给出的中

国方案,其精妙之处在于为宏观的“双碳”目标

注入了鲜活的微观动力,使个体自愿参与这场

公益性的减碳事业。 然而,微观个体与宏观气

候治理之间的“连接”并非自动实现,其有效运

转依赖数据的高效运用。 目前碳普惠数据在生

成与运用过程中存在隐私侵扰、数据滥用、减碳

权益消纳不畅等风险,对此,应着力解决信息收

集边界、数据权益分配、减碳权益定性等难题。
在运用法律分析工具为用户提供隐私权保护、
申明平台数据权益限制、确认减碳权益商品属

性时,应该意识到这些风险与困惑实际源于技

术创新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张力。 技术始终在创

新,而法律则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如何平衡二者

之间的张力,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 未

来,碳普惠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来自法律层面

的监管,更需要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手段介

入,以保障数据的安全与流通[40] 。 唯有如此,
碳普惠方能成长为兼具制度韧性与技术可靠性

的可持续气候治理工具,真正实现“人人低碳,
乐享普惠”的制度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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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inclusion
 

data
 

is
 

a
 

key
 

driver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bon
 

inclusion
 

practices
 

under
 

the
 

“ dual
 

carbon”
 

goals.
 

It
 

is
 

generated
 

by
 

carbon
 

inclusion
 

platforms
 

through
 

collecting
 

and
 

processing
 

massive
 

and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on
 

individuals ’
 

low-carbon
 

behaviors.
 

It
 

not
 

only
 

constitutes
 

a
 

production
 

factor
 

held
 

by
 

platforms,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s
 

obtained
 

by
 

individuals.
 

Currently,
 

during
 

the
 

gene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arbon
 

inclusion
 

data,
 

there
 

exist
 

multiple
 

risks,
 

including
 

data
 

privacy
 

intrusions,
 

data
 

misuse,
 

and
 

impeded
 

circulation
 

of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s.
 

These
 

issues
 

have
 

given
 

rise
 

to
 

uncertainties
 

such
 

as
 

undefined
 

boundaries
 

for
 

the
 

collection
 

of
 

personal
 

low-carbon
 

behavior
 

information,
 

unclear
 

attribu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arbon
 

inclusion
 

data,
 

and
 

diverg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nature
 

of
 

user-side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s.
 

These
 

challenges
 

severely
 

constrain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and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carbon
 

inclusion
 

programs.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data-related
 

risks.
 

With
 

respect
 

to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carbon
 

inclusion
 

data,
 

the
 

personal
 

low-carbon
 

behavior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platforms
 

constitute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may
 

involve
 

certain
 

private
 

information.
 

Differentiate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rules
 

are
 

therefore
 

required:
 

platforms
 

collecting
 

general
 

personal
 

information
 

must
 

obtain
 

users ’
 

general
 

authorization,
 

whereas
 

for
 

areas
 

involving
 

private
 

information,
 

no
 

intrusion
 

shall
 

be
 

permitted
 

unless
 

special
 

authorization
 

in
 

the
 

form
 

of
 

“explicit
 

consent
 

of
 

the
 

right
 

holder”
 

is
 

obtained.
 

Regarding
 

the
 

attribu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arbon
 

inclusion
 

data,
 

it
 

is
 

inappropriate
 

to
 

simply
 

adopt
 

the
 

behavioral
 

regulation
 

approach
 

or
 

the
 

traditional
 

property
 

rights
 

regulatory
 

path.
 

Instead,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carbon
 

inclusion
 

data
 

features
 

a
 

dual
 

structur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ndividuals
 

who
 

provide
 

the
 

underlying
 

data
 

enjoy
 

the
 

prior
 

rights
 

of
 

data
 

source
 

persons,
 

while
 

platforms
 

that
 

process
 

the
 

data
 

hold
 

the
 

property
 

rights
 

of
 

data
 

processors.
 

When
 

exercising
 

their
 

data
 

property
 

rights,
 

platforms
 

must
 

not
 

only
 

respect
 

users’
 

prior
 

rights
 

but
 

also
 

comply
 

with
 

the
 

public-interest
 

purpose
 

of
 

carbon
 

inclusion.
 

As
 

for
 

the
 

economic
 

value
 

of
 

individual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s
 

in
 

contexts
 

such
 

as
 

redeeming
 

goods
 

or
 

services,
 

participating
 

in
 

transactions,
 

and
 

substituting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restoration
 

responsibilities,
 

these
 

benefits
 

should
 

not
 

be
 

viewed
 

merely
 

as
 

public
 

welfare
 

incentives.
 

Rather,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institutional
 

commodity,
 

possessing
 

both
 

use
 

value
 

guaranteed
 

by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xchange
 

value
 

formed
 

in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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